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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全球气候治理中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评估与谈判上。 国

际气候评估与谈判通过议程、评审及机制协调所产生的影响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

要特征。 纵观过去 ３０ 年的国际气候治理历史，两者大体呈现出评估推动谈判、大国否

定评估、评估破坏谈判、谈判支配评估的关系。 两者形成了以下规律：气候领域内科学

不确定性越高，国际谈判越需要评估的持续参与；评估结论在国际谈判中接受度越高，

其影响力越大，而评估机构的影响力越大，越需要在国际谈判进程中证明其可靠性；国

际气候评估机构影响力越大，大国越容易干预评估过程和控制评估结论。 两者关系的

变迁源于两个维度：一是评估内部的科学共识与制度设计开放性。 共识度越高、评估

制度设计越具开放性，评估越容易推动谈判的进程。 二是外部因素，如大国干预及评

估结论在传播中的影响。 大国过度干预评估，或是评估在传播中被国际媒体误用，会

导致评估与谈判形成消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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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评估与谈判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

及什么因素影响两者的关系。 区别于其他全球治理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存在大量的科

学不确定性，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一直如影随形。 ２０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工业化水平

不断提高，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导致了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现象。 鉴于气候变化

问题的复杂特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已经超出了单一国家的能力，只能通过制度化的

国际科学合作才能实现。 因此，全球气候治理不能缺少国际科学评估的参与。 目前，

气候评估机制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８８ 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不仅是政府间科学评估组织，

也是国际气候治理中单一、最高科学合法性来源。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气候变化

问题从科学领域快速转向政治领域。 ＩＰＣＣ 的建立标志着科学评估过程的机制化（评

估轨道），并且与国际谈判（谈判轨道）共同形成了当今国际气候治理中关系密切的双

轨。① 当前，国际气候政策与理论界都十分重视谈判与评估的关系。 在气候变化治理

中，“言必称 ＩＰＣＣ”已经成为惯例。 ２００７ 年，ＩＰＣＣ 与阿尔·戈尔（Ａｌ Ｇｏｒｅ）因分享诺

贝尔和平奖而名声远扬。②

根据组织的章程，ＩＰＣＣ 的目标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评估与理解

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在影响以及有关适应和减缓方案科学基础的科技

和社会经济信息。 由于评估内容中涉及多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以及诸多潜在

政策选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历来十分重视气候评估报告的结论。③ 同样，因为这

一组织广泛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有学者认为这一组织已经政治化。④ 高风认为气

候变化谈判是在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与气候变化谈判相互促进之中发展过来的。⑤

托马斯·博诺瓦（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ｎａｕｅｒ）认为气候变化政治研究需要关注政治与科学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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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① 安德鲁·德斯勒（Ａｎｄｒｅｗ Ｅ． Ｄｅｓｓｌｅｒ）与爱德华·帕尔森（Ｅｄｗａｒｄ Ａ． Ｐａｒ⁃

ｓｏｎ）指出，在气候辩论中误传科学知识也成为潜在的有效谈判策略。 气候科学问题论

争经常会随科学知识的增长而越发活跃并对谈判具有影响力。② 随着国际关系学界

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日益加深，相关研究已经从传统的气候变化谈判这一孤立领域转向

具有高度关联性的问题。③ 由此，气候变化中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具有高度的关联

性而且具有前沿性，对国际气候评估机构的研究成为重点。④

总之，理解国际气候变化评估与国际气候谈判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

关键，对这种关系的解释在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在广义上，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题目之一，相关研究

横跨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难以计数。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国际评估的实践日益增

多，相关文献也不断涌现。⑤ 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而言，国际科学评估在一个信

息超载的世界中充当了提炼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

ｈａｎｅ）和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强调信息的重要性，这种能力充当了“编辑器、过

滤器、翻译器和提供暗示者”以及“鉴定器”。 可以说，提供可靠信息以及与之相适的

可靠信誉的能力已变为软权力的来源。⑥ 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认为许

多非政府组织网络通过科学信息建立了权威，增强了影响力。 所以，对国际科学评估

的掌控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维度。 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包括观念、文化和认同

在内的主体互动因素并非第二性的，这些主体互动性因素在对外政策互动中起着决定

性作用。 认同是一种主体互动性的观念，⑦国际科学评估无疑有利于建立主体间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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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建构主义学者也十分重视国际制度中相关话语问题，并认为恰当话语的出现和传

播在机制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上构成了一种决定性因素。① 罗纳德·米歇尔（Ｒｏｎａｌ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认为，科学家可以通过发表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将科学知识告知公众，也可

以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影响决策者。 因此，大规模的国际科学评估目前已经变成了科

学与政策互动的一种方式。② 评估的目的是对科学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综合评价，以

便为决策或政策辩论提供信息。③

当前，国际上关于气候评估与谈判关系的研究大多从两者的单向关系视角出发，

也就是国际气候评估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科学团体的认知共同体理论、机制有效

性理论）以及国际气候谈判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评估（评估进程维度）。 这两个视角的

问题在于均未能充分考虑到两者的动态关系及其变化。

（一）科学评估如何影响气候谈判

１ 气候变化的认知共同体理论。 这一理论关注科学家团体对国际气候谈判的施

动作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学者从结构和运行角度剖析国际气候评估的影响。④ 他

们认为，科学评估在为环境领域提供咨询和塑造政治决策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

过透视国际环境评估的学习过程（从知识到政策），可以发现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科学

评估反映了从过去的经验中不断学习的变化过程，这使得 ＩＰＣＣ 有机会成为政治决策中

更具影响力的机构。⑤ 奥兰·扬（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认为，国际科学评估通过积极努力，已形

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在几十年到几个世纪的时间段内气候变化可能的发展轨道

的共识性观点，但气候治理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气候变化的话语仍然充满严重分歧。⑥

对于这种变化，彼得·哈斯（Ｐｅｔｅｒ Ｈａａｓ）进一步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 ＩＰＣＣ 在国

际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他提出认知共同体具有一种能够影响政治的可用知识（ｕｓａｂ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种知识有助于通过科学共识影响国际气候政策。⑦ 然而，哈斯理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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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处在于将科学团体理解为行为体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很多参与全球气候问题的科

学家具有复杂的背景，他们的身份构成并非是单一性质的。
２ 气候评估的有效性。 塔拉·斯柯文（Ｔｏｒａ Ｓｋｏｄｖｉｎ）与努特·埃尔夫森（Ｋｎｕｔ

Ｈ． Ａｌｆｓｅｎ）从机制有效性角度讨论了 ＩＰＣＣ 的政治影响力，他们认为 ＩＰＣＣ 评估的有效

性可以分成两个主要指标：（１）谈判各方接受评估结论的程度；（２）谈判各方受到基础

性概念影响的程度。 虽然第一个指标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 ＩＰＣＣ 一直没有同样成功

地催化适当的全球政策反应。 ＩＰＣＣ 或许在建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来，由 ＩＰＣＣ 基于基础性

气候知识提供的科学建议所产生的政策反应无疑是微弱的。 这可归因于 ＩＰＣＣ 制度

设计的缺陷以及 ＩＰＣＣ 在政策冲突中的弱势关联性。①

小罗杰·皮尔克（Ｒｏｇｅｒ Ａ． Ｐｉｅｌｋｅ， Ｊｒ．）认为，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如果指望科

学推动政治共识，有可能危及科学的合法性。② 进而，他提出西方社会在过去 ５０ 年里

一直流行的一种线性模式观点：一是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即从基础到应用，再
到社会受益；二是科学在特殊决策环境中发挥特殊的指导作用。 科学评估是取得政治

共识和产生政策行动的先决条件之一。③ 然而，他认为这种线性的观点并不能充分反

映当今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现实，并且提出 ＩＰＣＣ 应采取“政策选择的诚实代理人”模
式参与到全球气候谈判之中。 总之，可以发现认知共同体理论只强调科学评估对政治

谈判的单向影响，忽视了政治因素对科学评估进程的控制。
（二）政治谈判如何影响评估机制与进程

在评估过程上，艾莉森·肖（Ａｌｉｓｏｎ Ｓｈａｗ）通过访谈的研究方法，着重对国际气候

变化政策中的科学评估，特别是对科学建议的形成过程加以研究。 早期的 ＩＰＣＣ 评估

报告只针对很小一部分群体，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其评估过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一，在制度设计方面，它不断与新的行为体进行互动，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
ＥＰ）、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会员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变化联

盟等）。 其二，对于历次气候大会，ＩＰＣＣ 的结论为气候问题提供了具有共识性及政策

相关性的科学知识，④其中，《决策者摘要》需要通过逐词逐句的政府审核。 此外，ＩＰ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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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ａ Ｓｋｏｄｖｉｎ ａｎｄ Ｋｎｕｔ Ｈ． Ａｌｆｓ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ＩＣＥＲ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ｔｅ， Ｖｏｌ．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１３．

小罗杰·皮尔克著，李正风、缪航译：《诚实的代理人：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８ 页。
小罗杰·皮尔克：《诚实的代理人：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第 １２ 页。
Ａｌｉｓｏｎ Ｓｈａｗ， Ｉｍｂｕ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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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立以来一直饱受非议，尤其针对其科学可信性和准确性；同时，ＩＰＣＣ 也一直受到

气候变化怀疑者的攻击。 总之，肖的研究更多是从政策角度对国际气候评估的程序进

行分析，没能充分认识到 ＩＰＣＣ 作为国际机构的重要性。

近几年，针对 ＩＰＣＣ 科学评估进行的研究中，学者更加关注评估过程中科学家的

国别与区域代表性问题，体现了科学评估被政治工具化的研究路径。 这一路径并非将

科学团体视为行为体，而是将科学评估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视为重点。 米亚那·拉森

（Ｍｙａｎｎａ Ｌａｈｓｅｎ）的研究认为科学评估已经成为政治谈判的另一种手段，科学是“情

境性的知识和霸权的潜在媒介”。 科学家有可能运用一些方式，创建一个共同体观

念、共同规范和信念。① 在科学与气候变化治理的关系上，美国以压倒性优势主导了

支撑国际环境谈判的科学评估进程，这也同样体现在美国在 ＩＰＣＣ 中的作用。

在科学家的构成上，在 ＩＰＣＣ 的前三次评估报告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与

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分别是 １７ ５％、８２ ５％，②这种不平等分布也成为在气候谈判之外

气候变化治理不平等的另一种重要表现。 在 ２０００ 年编订 ＩＰＣＣ 的特别报告《关于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ＬＵＬＵＣＦ）时，美国科学家的参与总数大约是另外三大

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总和，而且最终审稿阶段也仅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之

间进行。③

在科学家的利益观上，弗兰克·比尔曼（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在印度进行的实证研究

指出，跨国专家网络提供的“国际科学”是有偏差的，不可依据某些表面现象就接受。

他的采访发现 ＩＰＣＣ 机制缺乏透明度，并且这一机构也暗含着一种发达国家具有智力

优越性的前提假设。④ ＩＰＣＣ 也因此被批评为以运用科研优势的方式为一些发达国家

开拓政治优势。

以上研究均是从国际气候评估的过程展开分析，更多聚焦于微观内容，从科学家

构成、主导话语、科学家利益观的角度看待国际科学评估中的政治性因素。 因此，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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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缺乏对 ＩＰＣＣ 作为国际机构与国际气候谈判宏观关系上的探索。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潘家华认为 ＩＰＣＣ 的科学评估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安排，

说明了科学对国际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各国政府对科学的依赖和利用。① 陈

迎认为 ＩＰＣＣ 评估报告推动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进程，并指出了国际气候

评估与谈判背后复杂的矛盾。② 笔者与张海滨通过使用认知共同体的理论内核对

ＩＰＣＣ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视角分析了

科学评估进程如何推动政治谈判进程。③ 以上文献回顾表明，ＩＰＣＣ 在国际气候谈判

中的作用确实引人注目，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缺乏有关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间复杂

关系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具有明确机制和路径的理论研究。

总之，学界针对 ＩＰＣＣ 的研究一直是比较零碎的。 有价值的研究散见于科学与政

策研究、国际政治、环境科学、环境社会学等不同领域。 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两大框架

的相互影响问题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 两者作为独立领域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

两者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而且，现有研究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动态互动过程，大多是

静态的、基于具体技术问题的分析，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 本文试图将国际关系与

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进行融合，建立一个关于气候治理的科学与政治互动的研究

视角。

三　 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的相互影响

相互影响（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是指一种彼此发生作用的过程。④ 本文所指出的科学评估与

政治谈判的关系主要发生在谈判进程与评估进程之间。 因此，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间

相互建构，通过固定渠道产生相互影响。 然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两者的互动过程在

过去 ３０ 年不断变迁。⑤ 具体而言，这种相互作用与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气候谈判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五次评估报告的发布周期高度匹配。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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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纵观国际气候谈判的历史，１９９２ 年《公约》制定、１９９４ 年《公约》正式生效，随后国

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底达成的“德班行动平台”为标志的阶段性成果，直到 ２０１５ 年的《巴黎协

定》；另一方面，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五个重要的气候评估报告都对这些国际气候谈判

的重要节点进行了支撑和施加了影响。 谈判与评估在议程、机制上频繁进行联系，形
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其次，科学评估机构在机制设计及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多种政治博弈与利益诉求，
这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矛盾的折射。 政府间科学评估的本质是各国在国际科学合作中

多种软实力的竞争形式。 气候谈判的政治进程不仅经常反作用于国际科学评估的报

告与进程，而且经常在重大气候协议的谈判中成为施压或逃避责任的工具。 在谈判

中，利用与控制气候科学主张推进政策论辩，进而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是两者

关系的一种体现。 各国谈判代表可以提出科学证据不足或是以带有偏见为借口阻碍

相关气候政策。 这种谈判策略不易招来怀疑的风险，已经成为一种外交工具。①

最后，国际气候评估机构经常吸引与国际气候谈判相关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市民

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效地建立了全球的气候认知网络。 市民社会及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通过选取具有科学合法性的部分评估内容，推动某一议题的

发展。
本文通过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理论重新认识科学评估的过程，并且引入强调权威与

自主性的国际组织理论，从行为体的视角理解气候评估组织与谈判间的相互影响及两

者间发生作用的过程。
（一）科学评估中的政治因素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对国际事务具有重要影响，②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理论能够

有效地祛魅科学评估的神秘性、神圣性，并透视科学评估的内在操作机制。 这一理论

通过研究科学生产的过程十分有效地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性层面，因此，这种认识

论意义上的突破有助于认识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③ 国际科学评估存在自己的利益、
资源、规范性承诺以及内部的政治动力。④ 希拉·加萨诺芙（Ｓｈｅｉｌａ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提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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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加萨诺芙、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特雷夫·平奇著，盛晓明等译：《科学技术论手

册》，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０５ 页。



同生产（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概念，是指技术专家和社会其他群体相结合共同产生的新

科学知识。① 这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动态互动，在科学社会学中使用这一术语描述知

识形成的模式。 科学知识和技术是由人和制度产生的，具有内在的偏见、政治动机及

一种不完美的科学解释。② 米亚那·拉森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是参与者的信任

问题，建构科学在决策中的角色十分重要。③ 科学评估的作用也是建构信任的过程，
具有社会资本的作用。 随着国际科学评估的展开，科学评估中的政治化现象也受到关

注，它是指在评估的制度设计、评估过程、评估验收以及评估结果的使用中所受到的政

治利益的影响。 总之，知识与权力的互动不断发生，科学与政治同时得以构造与重构，
两者通过复杂的形式相互支持。④

按照这一视角，国际气候评估的成功基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平衡：认识论的稳健

性与政治的稳健性。 认识论的稳健性是指专家意见在有效性和稳定性上的质量高低。
如果公共政策环境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提出的要求能够与知识生产的学科标准和制

度背景相吻合，那么评估的质量就能得到保证。 而政治的稳健性是一旦将提供的建议

付诸实践，其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如何，也就是建议与政治进程的融合程度，这可以根据

建议所具有的稳定性进行描述，而这些建议是基于多重利益、偏好和价值等多角度考

虑的。
（二）评估机构的自主性与权威性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迈克尔·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和玛莎·芬尼莫尔（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有关国际组织的理论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气候评估机构的作用。 他们把

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官僚机构进行分析，有助于从行为体视角理解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

中的施动作用。⑤ 跨国关系是不受政府对外政策核心机构控制的各种联系、联合和

互动。⑥

国际机构凭借本身的资格也能成为一种权威，并且这种权威给予了它们相对于国

家、个人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自主性。 巴尼特和芬尼莫尔认为，在国际生活中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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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类型各异的权威也被授予国家之外的行为体，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际组织。 国

际组织利用这种可信度实现其目标、赢得尊重，并在国际事务中运用这种权威。① 不

管国际组织具有什么特性，对国家来说，参加国际组织是一种行为规范。 这种现象表

明：一方面，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不愿被排除在一个共同体之外。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不断扩展的网络，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多边

外交活动。②

作为科学评估机构的国际组织需要更为严谨地对待它们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视国

际社会所给予的尊重。 例如，ＩＰＣＣ 获得 ２００７ 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其受到国际社会尊

重的集中体现。 享有科学的独立性赋予了 ＩＰＣＣ 更多自主性与权威。 因此，在其自主

性上也要强于其他国际组织。 此外，国际评估的有效性被动地取决于政策决定者的使

用情况，考验一个国际评估机构的影响力就取决于这一点。 作为国际评估机构的

ＩＰＣＣ，其自主性也受到官僚机构对组织发展的影响。 ＩＰＣＣ 在国际气候评估中的保守

立场经常受到批评，而这种风格也影响了参与评估的科学家的行为。

近 ３０ 年来，大规模国际科学评估不断涌现，并且成为支撑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之

一。 罗伯特·基欧汉从市场失灵理论的角度指出机制发挥的信息功能是十分重要的，

而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及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协议难以达成的重要根源。③ 国际机制

为其成员提供信息，减少达成协议过程中存在的风险。④ 所谓国际科学评估，是指在

某一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全球问题领域，通过科学家的国际合作形成评估报告，目

的是为决策者在科学、信息及解决方案上提供国际谈判与治理的支撑。⑤ 表 １ 列举了

现有的大规模国际科学评估。

（三）国际评估与谈判相互影响的模式及其变迁的原因

科学评估都是由国际机构所领导的，这些评估机构在全球气候政治中具有行为体

特征。 ＩＰＣＣ 的科学评估在形成报告后，其自身作为国际机构依然具有传播与施动的

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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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全球性的大规模科学评估

评估报告 国际机构 评估内容

恶化的干旱土地评估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０１ 年后的干旱土地恶化情况

森林资源评估 联合国粮农组织 每 １０ 年进行一次全球及区域评估

全球水资源评估 联合国环境署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间的全球、区域跨界水评估

全球环境展望 联合国环境署 全球及区域的环境评估，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报告①

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ＩＰＣＣ 气候变化评估（到 ２０１５ 年，已发布五次评估）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联合国环境署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间的全球、区域生态系统

世界资源报告 世界资源研究所 关于全球环境与资源的双年评估

全球水资源评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００ 年发布第一份淡水资源研究报告

植物基因资源评估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７ 年发布了植物基因的评估报告

动物基因评估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发布动物基因评估报告

本土农业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大会 ２００３ 年第一次发布本土生物多样性报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２　 不同视角下的 ＩＰＣＣ 身份

ＵＮＦＣＣＣ 国家行为体 市民社会 ＩＰＣＣ

ＩＰＣＣ 科学支撑框架 可控的科学与政治资源
国际倡议与行动的合法
性来源

推动气候政策的国
际机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１ 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的交往机制

ＩＰＣＣ 的定期评估报告是国际气候谈判的合法性来源。② 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国

际气候谈判与评估之间还存在三个具体的互动机制。

一是议程联系：ＩＰＣＣ 围绕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进行评估，为国际气候谈判中

的关键问题提供政策选项，如减排与适应政策等。 这一机制是 ＩＰＣＣ 在国际气候谈判

中的基础性功能，这也体现了 ＩＰＣＣ 作为国际气候评估机构的存在价值。

二是国家评审：ＩＰＣＣ 为保障科学合法性与权力基础，引入了对最为重要的《决策

者摘要》（ＳＰＭ）与《综合报告》（ＳＹＲ）的政府审核程序。 政府评审机制是谈判干预评

估的一个重要机制，提供了谈判与评估间的具体互动内容。 各国也可以对技术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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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ＣＣ 支撑文件进行反馈或提出要求。 国家评审实际上是各国干预科学评估的手段。

三是机制协调：ＩＰＣＣ 从一次性评估机制转变为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长期机构的

过程，涉及 ＩＰＣＣ 与《公约》间的相互协调与支持，如 ＩＰＣＣ 在国际气候变化公约大会发

言以及两个秘书处间的互动与沟通等。 这一机制是两个框架间协作关系的体现。

此外，全球层面的气候信息网络化让 ＩＰＣＣ 有机会与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以及国际媒体进行接触。 “人为引起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与质疑者之间的权势关系

变化成为这一信息网络的核心问题。

２ 模式与动因

纵观国际气候评估与政治谈判的进程，两者的关系可以分成积极关系与消极关系

两个类型。

在积极关系模式中，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催生模式到推动模式，当气候问题领域

尚未议程化之时，评估的出现有助于催生政治框架的产生，之后进入推动模式（依靠

国际气候评估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在这种模式下，气候评估的影响力最大。 二是两

者相互配合的模式，两个框架间相互协调但国际气候谈判的进展有限。

在消极关系中，存在三种发展方向。 一是并行发展模式，是指评估与谈判进程不断分

离，两者相关性减弱，进而相互影响减少，这种情况表明评估的影响力最低；二是相互制约，

气候谈判与评估相互牵制而又互有需求；三是相互破坏的模式，这种模式最为消极。

表 ３　 气候变化国际评估与国际谈判的关系

关系 模式 特征

积极
关系

催生 评估的科学动力引起公众兴趣导致政治谈判和治理的开端

推动 评估产生的重要科学共识促使谈判取得重要进展，谈判依赖评估

配合 科学共识不足以进一步推动谈判，转而配合谈判的进程，从属于谈判

消极
关系

并行发展 评估框架与谈判框架独立发展，相关性不足，难以相互影响①

制约 评估暂时无法满足谈判的要求或谈判的主要矛盾反作用于评估进程之中

破坏 谈判或评估发生重大事件，导致一方的进程受到破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相互影响模式的变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

第一，取决于国际气候评估领域内部，体现在评估结论的共识度与评估的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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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能产生两者分离的原因包括：一是政治谈判由于已经具备相应信息而不再需要评估的支撑；二是科学

评估的信息与现实政治谈判间关系太过疏离而不足以融入政治谈判进程。



排这两方面。 这是由于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受到气候科学自身研究状况的影响，领域内

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问题。 科学结论是否确定以及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

性，无疑是科学共识越高，影响力将越大。 科学共识问题一直是 ＩＰＣＣ 评估不可回避

的核心问题。 作为科学家组成的机构，ＩＰＣＣ 不能违背科学而追求科学共识。 而与科

学结论密切相关的就是评估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制度的开放性和科学家的代表性直接

决定其科学的合法性（科学程序的正义），以便解决 ＩＰＣＣ 在发达国家科学家和发展中

国家科学家的比例、地区分布等问题。

第二，取决于主要大国是否干预评估进程。 国际气候谈判与科学评估的关系模式

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干预，因为干预国际气候评估的机制并争夺评估的主导权也

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 全球性的科学评估有助于联合新兴

行为体提升议程关联，进而推动新制度的安排。 因此，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控制这种

政治资源十分重要。①

四　 对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关系的实证分析

历史上看，ＩＰＣＣ １９９０ 年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与 １９９２ 年对第一次评估的《补充报

告》有力地推动了早期的国际气候谈判。 ２００１ 年第三次评估期间，谈判各方开始重视

对科学评估的控制，评估与谈判的关系开始紧张，特别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极力否定国

际气候评估的结论。 ２００７ 年，ＩＰＣＣ 因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达到了国际声誉的顶峰。

然而，２００９ 年 ＩＰＣＣ 却爆出一系列丑闻事件，其科学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与此同时，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也经历了巨大失败，评估不仅没能推动谈判，反而破坏了谈判的政

治动力。 进入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评估，ＩＰＣＣ 更加注重评估的科学严谨性，在与气候谈判

的关系上，处于从属配合地位。

（一）早期评估造就谈判制度：气候问题的国际议程化

早期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催生了国际谈判框架。 这些国际评估引起了一定的国

际关注，并推动治理框架的形成。 而早期谈判的议程主要取决于评估的内容。 这一时

期实现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议程化和国际评估机制化。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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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环境大会”后，ＵＮＥＰ 得以成立。①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世界各地的极端气象事

件使农作物遭到破坏，导致了饥荒和政治动荡。 ＷＭＯ 迅速成立了小型工作组，并建

议成立了世界天气监视网（Ｗｏｒｌ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Ｗａｔｃｈ）。 在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时任美国

国务卿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在联合国倡议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以应对气

候变化的威胁。② １９７９ 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警告大

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 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国际上最早的气候变化评估是由国际科学理事会（ＩＣＳＵ）、ＵＮＥＰ 和 ＷＭＯ 在 １９８０

年共同组织的气候小组（ＡＧＧＧ）做出的。 国际气候变化研究得到联合国系统内 ＵＮ⁃

ＥＰ 和 ＷＭＯ 两大机构的共同支持，有效地提升了国际评估与治理的关联性。③

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在 １９８５ 年的奥地利菲拉赫会议上进行了密切的沟通，科学

家和各国政要共同参与了这次会议，这对早期全球气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④ 会议提

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以现在的趋势继续增加的话，到 ２１ 世

纪 ３０ 年代，二氧化碳的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的 ２ 倍，还提出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翻倍的情况下，全球平均温度可能相应从 １ ５℃提升到 ４ ５℃，并将导致海平面上升

０ ２—１ ４ 米。 这是第一次形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广泛科学共识。 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

注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并且建立国际合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⑤

１９８８ 年的加拿大多伦多会议成为气候变化政治化的重要标志。 这次会议提出要

对气候变化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号召各国采取政治行动，呼吁立即着手制订保护大气

的行动计划，并建议到 ２００５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照比 １９８８ 年减少 ２０％。 此次会议召

集了 ３００ 名来自 ４０ 个国家和 ２４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包括政治家、高级政府官员、

科学家、行业代表以及环境活动家等。 随后国际气候评估得以机制化，ＩＰＣＣ 正式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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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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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刚·贝尔格著，史军译：《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全球变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２０ 页。
《我们共同的未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ｃｃａ２１ ｏｒｇ． ｃｎ ／ ｌｏｃａｌ ／ ｅｘｐｅｒｉ ／ ｓｙｑｈｉｓ ／ ｇｊｗｅｉｌａｉ． 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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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时国际社会针对未来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及其潜在危害性已经形成了广泛

的科学共识。 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从此走上政治议程。① 这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菲拉赫达成了共识，提出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可信因果论，进一

步推动了有关方面采取政治行动。 其次，温室气体研究为在国际舞台上的其他行为体

展示了科学证明的显著性。 最后，国际科学合作的组织把自己塑造成国际政策的倡议

者，为参与谈判提供了合法性。②

（二）评估推动谈判模式：第一次评估及其《补充报告》的作用

在早期报告中，ＩＰＣＣ 提出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些重要规范，奠定了当今全球气

候治理的原则，并与早期谈判框架在议程、政策与制度建设上进行了积极的介入。 这

一积极的相互关系从 １９８８ 年一直延续到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０ 年，第一次气候评估报告由

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很多关键结论都采取了定性研究的方式。 高度的科学共识性结论

成为推动政治谈判的强有力手段。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第 ４３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

４３ ／ ５３ 号决议，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必要和及时的行动。 第 ４３ 届

联合国大会要求 ＩＰＣＣ 就下列问题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建议：（１）气候和气候变化科

学知识的现状；（２）气候变化，包括全球变暖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和计划；（３）推

迟、限制或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可能采取的对策；（４）确定和加强有关气候问题的现有

国际法规；（５）将来可能列入国际气候公约的内容。

ＩＰＣＣ 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于 １９９０ 年完成，促进了政府间对话，并由此推动了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定。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由各国政府官员和科学

家参加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 会议认为当时

已有一些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方法，可供各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提出制定

气候变化公约。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第 ４５ 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以进

行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公约谈判。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９ 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通过了

《公约》。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１５３ 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

正式签署了公约。

１９９０ 年，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审查并接受了 ＩＰＣＣ 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并且共

同呼吁建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该会议的重点是 １３７ 个国家加上欧洲共同体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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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部长级谈判。 这次会议支撑了后来被囊括在《公约》中的许多原则。 这些原则包

括，气候变化作为人类共同关切（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公平的重要性、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ＣＢＤＲ）、可持续发展以及预防原则（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ＵＮＥＰ 和ＷＭＯ 希望能够主导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而不是被一国所主导，唯恐大国对

科学评估的直接干预。 为了防止这两个组织在气候问题中被边缘化，力图保持 ＩＰＣＣ
科学评估的政府间性质。①

在评估机制的开放性与评估结果的合法性问题上，ＩＰＣＣ 内部制度的安排主要体

现为联合国系统内部机构与大国干预的平衡。 ＩＰＣＣ 最早成立的三个工作组就体现了

主要大国的国际地位。 ＩＰＣＣ 建立之初，２８ 个国家响应了这一建议，其中发展中国家

仅有 １１ 个，巴西、中国、墨西哥、印度、尼日利亚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都参加了 １９８８ 年

ＩＰＣＣ 的筹备会议。 博特·博林（Ｂｅｒｔ Ｂｏｌｉｎ）成为 ＩＰＣＣ 第一任主席，三个工作组也随

即成立。 第一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现有科学状况，主席为英国的约翰·修顿爵

士（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第二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主席

为苏联的尤里·伊斯瑞尔（Ｙｕｒｉ Ｉｚｒａｅｌ）；第三工作组负责气候变化响应战略的形成，
主席是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费德里克·本撒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ｅｒｎｔｈａｌ）。 由于发展中

国家参与评估机制人数有限，气候变化当时甚至被视为西方国家的政治阴谋，发展中

国家对国际谈判比较抵触。 当然，自第一次评估起，国际气候评估机制的开放性不断

提升，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这一进程，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不断改善。 机制的

开放促进了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间信任，更广范围的科学共识从根本上推动了国际谈判

的进行。
就评估进程而言，早期 ＩＰＣＣ 在主席及其工作组的选择方面反映了科学能力与政

治考虑发挥作用的方式。 前两个工作组各选举了两位副主席，而第三工作组由于涉及

重大政治利益，一共选出了 ５ 位副主席。 从 ＩＰＣＣ《第二次评估报告》的人员配置上看，
欧美主导了这一过程。 在该报告的编写中，很多主席团的代表都接受了各自国家的指

示，这种情况在 ＩＰＣＣ 机构内广泛存在。② 因此，欧美大国对评估进程的争夺与控制也

表明了评估的重要性。 大国干预 ＩＰＣＣ 评估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科学评估的代表性

直接影响全球环境与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利益分配，而不发达国家是这种不平等现象的

直接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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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与谈判的关系上，由于《补充报告》编写时间过长，引起了国际谈判委员会

（ＩＮＣ）的不满，认为 ＩＰＣＣ 支撑国际谈判不力。 ＩＮＣ 与 ＩＰＣＣ 间的协调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 ＩＰＣＣ 评估报告在科学推动政治谈判方面的影响力，能够得出谈判依赖于评估

的结论。

（三）大国否定评估：制约 ＩＰＣＣ 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１９９２ 年到 ２００１ 年，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进入新的阶段，两者的关系总体上仍然

是以科学评估推动政治谈判。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气候谈判与科学评估的关系不断紧

张，并以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为显著标志。 虽然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主要是基

于经济原因，然而退出的借口却是选取了气候变化的科学视角。 这一过程具有代表性

的事件包括：一些气候非政府组织组织了一些科学家向 ＩＰＣＣ《第二次评估报告》的结

论发起猛攻、“曲棍球杆曲线”的影响以及美国干预 ＩＰＣＣ 的主席选举。

１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评估矛盾反作用于国际气候评估进程。 著名物理学

家、美国科学院前主席德里克·赛茨（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ｅｉｔｚ）引领批判国际评估制度的斗争。

他认为由于政治因素，ＩＰＣＣ 破坏了匿名评审环节，违反了机构的程序原则。 赛茨对于

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持相反的态度和观点，由此引起了一场科学争议。① １９９６ 年，赛

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对 ＩＰＣＣ 的评估程序进行攻击。 １９９８ 年，赛茨提交了一

份攻击 ＩＰＣＣ 评估结论的请愿书，与之先前工作过的美国科学院展开了辩论。 请愿书

呼吁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 他认为，二氧化碳作为主要温室气体没有对气候变化

产生威胁，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革命的奇妙馈赠。② 赛茨认为 ＩＰＣＣ 在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的马德里全会上对《第二次评估报告》最终稿的评议存在严重问题，甚至用“科学腐

败”来形容这次定稿过程。

这一争议事件不断发酵，导致反对 ＩＰＣＣ 的全球气候联盟（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ａｌｉ⁃

ｔｉｏｎ）、气候资政（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等团体向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技术科学顾问发起进

一步活动。③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美国国内率先向 ＩＰＣＣ 评估报告发难，一些工业利益集团将

其编写的《气候报告的现状》发放到每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手中，ＩＰＣＣ 的主要科学结论

也因此受到质疑。 美国的工业企业在 １９９６ 年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了气候谈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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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恶意抹黑 ＩＰＣＣ 的评估报告。① １９９８ 年，美国谈判代表葆拉·多布里扬斯基（Ｐａｕｌａ

Ｄｏｂｒｉａｎｓｋｙ）以气候变化科学不令人满意为由，特别是以其不确定性为论据，表示美国

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
２ “曲棍球杆曲线”事件与 ＩＰＣＣ 作为国际组织所追求的政策影响力。 签署《京都

议定书》的基础是 １９９０ 年 ＩＰＣＣ《第一次评估报告》及其 １９９６ 年修正版中的“曲棍球

杆曲线”比喻。 然而在 ２００１ 年 ＩＰＣＣ《第三次评估报告》期间，这一科学共识经证明存

在统计学上的错误。 与此同时，ＩＰＣＣ 作为国际科学评估机构追求科学共识的行为体

偏好也暴露无遗，导致谈判各方开始有意识地干预科学评估的进程，科学评估工具化

的现象开始受到注意。 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谈判各方都希望控制对自己

有利的科学信息。 无论如何，“曲棍球杆曲线”成了 ＩＰＣＣ 评估气候变化的传媒利器。
在客观上，ＩＰＣＣ 在推进国际气候谈判的同时，也提升了本机构的能见度和影响力，但

是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国际气候评估中的“共识困境”。② 尽管 １９９５ 年 ＩＰＣＣ《第二次评

估报告》受到了很多严厉批评，但是仍然在 １９９７ 年的京都会议上起到重要作用。③ 但

是《决策者摘要》没有体现科学的不确定性，充分暴露出了 ＩＰＣＣ 在形成科学共识上的

策略。
３ 美国干预 ＩＰＣＣ 主席选举。 ２００２ 年，ＩＰＣＣ 主席的选举与小布什气候政策之间

的张力体现在美国支持印度候选人而反对美国候选人问题上，这也体现了气候变化问

题的利益复杂性。 在这次主席选举中，美国政府支持印度工程师、经济学家拉津德

拉·帕乔里（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Ｐａｃｈａｕｒｉ）而非美国著名大气化学家罗伯特·华生（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ｔ⁃

ｓｏｎ）。 后者曾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环境顾问，并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科学家。 然而，
小布什政府对气候变化的否定激怒了一些欧洲国家、巴西、南非及小岛屿国家，它们联合

起来支持罗伯特·华生。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行为，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小布什政府与企

业联盟抵制气候变化应对的表现，是将狭隘的政治考量嵌入了科学评估的进程中。④

总之，《第二次评估报告》对《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同时，科学不

确定性也成为政治谈判的工具。 但是随着 ＩＰＣＣ 科学进程的持续，怀疑论的势力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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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 在这一时期，国际气候评估进程对国际气候政治谈判进程的推动效应仍然巨

大；与此同时，对评估的控制加剧。 这体现出操纵知识比干预传播知识的手段更重

要。① 因为知识结构衍生的权力多半需要经过认可，而权威的授予是自愿的，其基础

是共同的信仰系统。 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各方开始注意科学评估提出的技术标

准。 因为这一时期政治与技术问题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开始

下降，这一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评估在国际气候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四）破坏谈判：科学评估受到质疑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９ 年，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间的相互影响经历了复杂的动态变

化。 先是在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正式发表。 与 ２００１ 年的报告不同，
２００７ 年《决策者摘要》更加注重报告的可及性。 国际气候评估结论不再为全球变暖的

人为因素留下质疑的余地：针对“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有 ９０％的确定性。② 阿

希姆·施泰纳（Ａｃｈｉｍ Ｓｔｅｉｎｅｒ）指出，可以根据 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要求那些负有政

治或经济责任的国家做出果断回应，因为 ＩＰＣＣ 澄清了“人类活动引起的变暖”问题。③

《第四次评估报告》再度证实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有效地呼吁了进一步的国际

气候行动。 气候科学知识不仅为公众所了解，并且使 ＩＰＣＣ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２００７ 年，对 ＩＰＣＣ 的全球报道使得这一评估组织的声誉达到顶峰。④ 与此同时，全球气

候治理也有改观的趋势，这得益于新的科学发现和评估、各国公众的高度关注、美国国

会及各州政府不断高涨的激进主义以及 ２００８ 年的美国大选等事件。 在第 １３ 次缔约

方会议上，缔约方就《巴厘岛路线图》达成一致，制定了在两个行动小组支持下取得

２０１２ 年后成果的路线，而这两个小组一个是附件 １ 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

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另一个是《公约》之下的特设工作组，即《公约》之下的长期

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巴厘岛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精神，秉
承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且响应了 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

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⑤

然而在 ２００９ 年，ＩＰＣＣ 爆出的一系列有损其科学性的事件破坏了《第四次评估报

告》所形成的政治动力，从整体上削弱了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 加之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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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因素，哥本哈根会议并没能达成统一的国际减排协议。①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夕，

多名气候科学家的电子邮箱遭黑客非法入侵，私人邮件被公之于众。② 邮件和文件显

示一些科学家在操纵数据、伪造科学流程来支持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说法。 这导致谈

判各方的焦点开始转向全球气候变暖的可信度。 这份科学家的名单并未同期公布，然

而这一事件对随后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来，ＩＰＣＣ 又爆出了

“冰川门”等有损科学严谨性及机制合法性的事件。

这些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 ＩＰＣＣ 科学性的质疑。 评估机制与谈判机制在哥本

哈根大会期间均出现较为明显的颓势。 《公约》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体制曾经在达成

《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着协调力不足等缺

陷。③ 总之，《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评估受制于谈判，特别是评估的科学合法性受到

前所未有的质疑。
（五）配合谈判：《第五次评估报告》推动巴黎气候大会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在谈判框架的机制协调上，国际气候评估更加低调。 ＩＰＣＣ 也

表现出更大的机制改革意愿，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更多技术性支撑。 各主要谈判方

也对国际气候评估机制的变革表达了意见，并且在 ２０１５ 年巴黎大会之前选举了新任

ＩＰＣＣ 主席。 整体而言，由于“气候门”等事件的发生，国际谈判进程已经主导国际评

估进程。 加之评估机制也面临一些内部问题，如机制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和参与评估学

科的增多，导致在很多气候科学领域，科学共识难以深化。 评估内容浩繁和组织机构

运行缓慢也使得国际气候评估的作用有所下降。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科学评估所形成的共识仍旧起到了基础性作用。④

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到 ２０１４ 年，ＩＰＣＣ 陆续正式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一些内容为谈判提

供支持，并且与《公约》秘书处展开密切的互动，以配合在巴黎进行的国际谈判。 与此同

时，巴黎气候大会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

时任《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Ｆｉｇｕｅｒｅｓ）认为谈判各方

应利用这个机遇以“实现科学所确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制定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
在机制协调上，《公约》在巴黎大会前后不断利用 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结论

进行游说，而 ＩＰＣＣ 主席也在巴黎大会期间配合《公约》秘书处的倡议活动。 最后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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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巴黎协定》旨在维持全球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２℃之内，并努力把

升温控制在 １ ５℃之内”。 这一目标超越了在哥本哈根和坎昆确定的目标，认可了“在

科学上，关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应该低于 ２℃的观点”。①

在议程关联上，《巴黎协定》决定授权 ＩＰＣＣ 在 ２０１８ 年评估实现 １ ５℃升温的特别

报告，这一报告未来也将引起新一轮政治争夺。 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美欧与包括一批

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１００ 多个国家组成了所谓的“雄心联盟”。 该联盟的立场是推动以

“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 １ ５℃以内”为代表的一系列看起来更有雄心和力度的目标。

这一联盟敦促巴黎大会达成一份强有力的协议。② 这些国家利用 ＩＰＣＣ 最新的科学评

估结论进行活动，体现出其减排上的“激进性”。 此外，国家自主减排贡献（ ＩＮＤＣ）是

一种新的减排模式，在 ＩＰＣＣ《第一次评估报告》中曾提出过自下而上的减排路径，这

与目前的减排范式具有相同属性。 由此可见，国际评估对谈判的影响具有时滞性，是

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多边气候外交的作用也是巴黎大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特别体现在自下

而上减排模式的确立过程中。 这种减排模式进一步为《巴黎协定》的达成铺平了道

路。③ 在这一模式下，全球各国对气候问题的盘点、审核、定期更新目标均需要国际气候

评估在方法、技术标准上进行支撑。 国际气候谈判日益支配评估，使评估朝着更加具体

的技术指标发展。 而这些具体盘点、审核等议题也将主导“巴黎之后”的国际气候谈判。

五　 结论

从历史阶段看，全球气候谈判的历史与五次评估报告的分段基本相同，④这是由

于评估与谈判两大框架间的复杂互动所形成的一致性。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气候评估

机构成为谈判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为有效合作充当了技术性支撑。 评估机构不仅保

持和巩固了气候变化科学的权威，而且成为气候变化中科学、政治与社会的交汇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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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不断机制化的过程不仅使其成为政府间信息合法化的典范，也使大众接受了气候

变化的科学结论。① 根据本文对这种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间一些基本

结论与规律。

第一，科学评估始终嵌于政治谈判进程之中。 这证明了全球气候领域本身越复杂

或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国际谈判越需要国际科学评估的持续性参与，即在科学信息上

支撑、配合国际气候谈判。 ２０１５ 年末《巴黎协定》的文本再次强调了国际气候评估的

进程必将与政治进程同步发展，也表明了 ＩＰＣＣ 作为单一气候评估机构的地位非常

稳固。

第二，国际气候评估从早期催生谈判框架、为谈判创造议程，到强力推动《京都议

定书》的通过，再到哥本哈根和巴黎大会时以技术性支持的配合角色出现，可以发现

ＩＰＣＣ 对谈判进程的整体作用是在下降的。 这是由于 ＩＰＣＣ 的评估内容与谈判相关性

的下降所导致。 这一趋势也印证了评估结论被国际谈判接受程度越高，其影响力越

大，反之越小的假设。

第三，国际气候政治进程反作用于评估进程，甚至将国际气候谈判的矛盾因素引

入评估的机制与进程之中。 正是由于 ＩＰＣＣ 作为国际科学评估的影响力之大，谈判各

方才希望在评估中占得先机。 进而，国家行为体为保护国家利益而具有干预科学评估

的机制设计与评估进程的偏好。 因此，评估过程内部需不断平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目前，各个主要谈判大国均对评估报告中政府评审机制表示认可，从而避免了 ＩＰＣＣ

成为完全独立的科学评估机构。

第四，ＩＰＣＣ 的评估程序与结论一直备受争议和批评。 国际评估机构的影响力越

大，越需要在国际谈判进程中证明其评估的可靠性。 ２００９ 年，有关 ＩＰＣＣ 评估过程不

严谨的事件冲击了 ＩＰＣＣ 的科学合法性，使其影响力下降，这也是国际科学评估的生

存底线。 事实证明，像 ＩＰＣＣ 这样重要的科学机构经不起这样的风波，保障评估程序

的透明性与开放性十分重要。

国际评估与未来国际气候谈判的互动仍将继续。 ＩＰＣＣ《第六次评估报告》将与

２０２０ 后国际气候谈判同步发展，两者的关系可能产生新的变化。 因此，关注两者的相

互影响有益于在现实与理论两个维度理解全球气候治理。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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